
《城市观察》2023年第 1期
Urban Insight , No. 1, 2023

商会内合作创新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
因素研究
——以 J省A商会为例

■ 朱义鑫 刘学

摘要：商会是由商人组成的社会团体，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场所，也是城市间

经济联系与发展的重要推手。为探求商会内合作创新行为的一般规律，本文以 J省A商会

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商会成员间的合作创新网络，并进行整体网络结构分析

和个体位置角色分析，再利用检验关系数据的二次指派程序分析法对商会成员间合作创

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成员间度中心性和中间中心性的差异性正

向促进合作创新关系的形成，企业年龄的差异性反向影响合作创新关系的形成，企业性质

和企业注册地址的相似性正向促进合作创新关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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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商会出现在晚清，蓬勃发展于

改革开放以来。商会既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场所，也是城市间经济联系与发展的

重要推手。商会所承载的特殊行业或地域文化及情感因素是其组织发育的基础，商会内

部的合作创新则是其发展壮大的内核，因此，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中，商会作为重点培育

和优先发展的社会组织被寄予厚望。“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

深化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改革，培育规范化行业协会商会。J省A商会地处商业发

展繁荣的长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区域，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明清时期的商帮，是中国实力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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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厚的五大商帮之一。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为响应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商会的建设要求，J省A商会提出“构建商会发展生态圈”的工作目标，以形成合作创新网

络深入推进商会的改革发展，在推动商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走在全国前列，为全国商会的

发展做出了示范引领。

本文以 J省A商会作为典型案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整体网络分析和个体位

置角色分析，系统描绘出商会成员间合作创新行为的网络联结特征，并采用多重置换下的

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检验分析法[1]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因

素进行科学识别，判断哪些因素对合作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从而总结商会内合作创新行为

的一般规律，为促进全国商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提出合理建议。

一、商会合作创新：理论研究脉络

梳理关于商会成员间合作创新研究的文献，Doloreux[2]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内部机

制包含互动学习、知识生产、邻近性和社会根植性，而内部机制是系统创新的基本动力。

Perez-Aleman[3]认为，商会中提供的学习平台吸引了大批会员企业，为商会的有效运转奠

定了基础。唐纯林和陈舒[4]从商会历史、商政互动和商会内部治理等方面梳理了 2015年
中国有关商会的研究。侯耀晨[5]认为，单个地区的商会组织具有明显局限，应通过正式关

系或非正式关系相互联系起来，发挥更大的商会活力。唐俊和杨旭[6]以川商总会为例，梳

理近年来川商总会的结构化改革措施，分析新时代商会发展趋势，探索商会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实践方法。卢勇和刘永彪[7]利用网络协同效应，阐述商会生态圈的运行机制，再通过

问卷调研分析商会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梁玉明[8]认为，组织活

动是促进商会发展的重要方法，要针对企业现实需求探索新形势下商会组织开展活动的

新方式。徐建卫[9]提出，商会的自身发展是能否有效提升地方治理水平的前提，需要从内

外部分别加强对商会治理的研究。

在以往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对网络成员的研究中，蔡

萌等[10]利用度中心性指标解释个体的行为特征，指出度中心性越高的节点越处于网络中

的核心位置，更易获得大量的异质信息。此外，针对企业间的合作行为，宋丽丽和康鹏[11]

通过建立综合网络的中心性指标，确定节点位置及特征并为合作联盟提出调整建议。

综上可知，现有有关商会的文献大都从商会发展史、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等角度，通过

理论分析的方法展开，缺乏基于典型案例的定量研究。鲜少有学者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的

方法对商会成员间的合作创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有关商会治理的研究也

滞后于新时代商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本文从商会合作创新角度，运用定量分析方法

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并利用QAP检验分析法，探索我国商会内合作创新行为的一般规

律，归纳我国社会关系下的商业合作特点，以期为商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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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商会合作创新网络的构建

社会网络分析以关系作为基本分析单位[12]，主要用来研究由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网络

结构，以及在某一范围内节点的关系状况，进而发现关系的特征及关系对所在网络的

影响。

本文所用信息及数据来源均来自网络公开数据和企业公开信息。搜集 J省A商会门

户网站的底层数据，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对象，即确定 J省A商会中的所有重要成员，包

括会长、副会长等 40名成员，然后使用企查查和天眼查等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确定成

员之间是否存在合作关系。其中合作关系，可具体表现为两两成员间名下企业的融资行

为、共同承担商业项目以及共同投资等形式。以商会成员作为网络节点，以相邻节点间是

否存在合作关系来确定连边，构建出 J省A商会合作关系网络。若企业间存在合作关系，

则相应的矩阵元素为 1，反之为 0，形成 40×40的 J省A商会合作关系矩阵。

选取网络密度和平均路径长度指标对 J省A商会的整体网络结构进行分析[13]，选取中

心性和结构洞指标对商会内个体位置角色进行分析。网络密度指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连接

数与最大可能存在的连接数之比，表示节点间联络的紧密程度。平均路径长度指连接任

意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平均长度，路径越短则节点间越接近，资源或信息通过网络传

播的速度就越快。度中心性指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量，主要用于测量节点间的交

往能力，若某节点的度中心性越大，则该节点位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可能拥有较大权力。

中间中心性指某节点处于其他节点相连最短路径上的数量，若某节点的中间中心性越大，

则该节点充当网络中的“桥梁”角色，能够控制网络中信息的传递。接近中心性指某节点

与网络中所有其他节点的捷径距离之和，主要用于测量某节点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程度，

若某节点的接近中心度越大，越说明该节点不是网络的核心点。特征向量中心性指某节

点的邻居节点度中心性，能够反映邻居节点的质量，若邻居节点的度中心性越大，则该节

点的特征向量中心性也相应越大。结构洞指两个节点之间的非重复关系，一般而言，占据

结构洞数量多的节点，更易获得“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在网络中也更具竞争优势。

三、A商会内合作创新网络的特征分析

（一）整体网络分析

选取节点数、实际连边数、网络密度和平均路径指标（表 1）对 J省A商会的整体网络

特征进行描绘。使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沿着“Network→Cohesion→Density”路径

表 1 A商会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

名称

合作网络

节点/个
40

连边/条
419

网络密度

0.2686
平均路径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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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商会合作创新网络拓扑图

计算 J省A商会内合作网络密度。在网络节点数为 40的合作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连线数

为 419，网络密度为 0.2686。沿着“Network→Cohesion→Distance”路径计算出 J省A商会的

平均路径长度为 1.863，即在 J省A商会网络中每个行动者平均仅需要通过 1.863个行动者

就可与其他行动者建立联系。

可视化模拟构图最能直观反映出 J省A商会合作关系网络的拓扑结构及复杂关联性，

故利用可视化工具NETDRAW绘制出的商会内合作创新网络拓扑图（图 1）。由图 1可以

看到，40个节点之间彼此关联，形成一个完全关联网络。

（二）个体位置角色分析

1.中心性

网络的中心性是对节点权力的量化，可以反映出节点间关系的强度。在社会网络分

表 2 A商会合作关系网络中部分节点的中心性特征（排在前 10位的商会成员节点）

商会成员节点

33
24
3
25
32
1
9
8
7
29

度中心性

20
20
20
19
18
17
17
16
16
14

中间中心性

143.557
115.766
28.743
62.660
55.237
56.989
53.678
60.048
52.522
145.685

接近中心性

59
59
68
60
60
62
63
64
6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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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常见用来衡量中心性的指标有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以及特征向量中

心性[15]。以往研究中有学者已经提出拥有高度中心性的节点也具有高特征向量中心性的

结论[16]，因此，选用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以及接近中心性这 3个指标分别对 J省A商会网

络中各节点的个体位置角色进行分析。

在UCINET软件中沿着“Network→Centrality→Degree”路径计算出 J省A商会的度中心

性，沿着“Network→Centrality→Freeman Betweenness→Node Betweenness”路径计算出中间

中心性，沿着“Network→Centrality→Closeness”路径计算出接近中心性。部分结果（列举排

在前 10位的商会成员节点）见表 2。
由表 2可以看出，J省A商会合作关系网络中度中心性最大的节点是第 33号（商会副

会长）、第 24号（商会副会长）和第 3号节点（商会副主席），说明这 3名成员在网络中直接

相连的节点数最多，与网络中较多的行动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具有较强的自身交易能力

和信息交流能力，能够快速获得市场中的最新资讯。

对于中间中心性，第 29号节点（商会副会长）指标数值最大，符合弗里曼于 1979年所

提出的若一个行动者处于多对行动者之间，则其度中心性一般较低的理论。这说明该成

员在网络中最大程度上位于其他点对的中间，担任合作网络的“传播者”角色，可以通过控

制合作关系的建立而影响群体。因此第 29号成员位于商会网络的关键位置，拥有较强的

合作资源控制能力，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对于接近中心性，第 33号和第 24号节点的指标数值最小，说明这些节点与网络中其

他节点之间的距离最短，不受其他节点影响的能力最强，在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不需要

依赖其他节点，具有较强的合作交流独立性和有效性，是网络中的核心行动者。反之，若

接近中心性数值越大，越说明该节点不是网络的核心节点。

通过以上个体位置角色分析，我们发现度中心性较高的商会成员，其中间中心性和接

近中心性也相对较高，符合以往研究中提出各中心性之间相关性较高的结论 [17]。这些节

点在商会网络中拥有较强的自身交易能力以及合作资源控制能力，属于网络中的关键节

表 3 A商会合作关系网络中部分节点的结构洞指数（排在前 10位的商会成员节点）

商会成员节点

24
33
25
29
9
8
7
1
2
32

限制度

0.113
0.115
0.116
0.119
0.123
0.125
0.127
0.13
0.13
0.131

效率

0.694
0.688
0.68
0.71
0.682
0.668
0.678
0.647
0.699
0.611

有效规模

13.885
13.756
12.919
9.944
11.591
10.694
10.855
11
9.786
11

等级度

0.014
0.021
0.01
0.021
0.014
0.022
0.015
0.011
0.017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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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影响合作网络中信息资源的传递以及合作关系的建立。而第 3号节点的度中心性高、

中间中心性低，说明在合作网络中该成员的“自我”联络人是绕过其自身的冗余交往关系，

同时接近中心性数值较大也说明该成员所存在的聚类合作网络远离网络中的其他节点，

从而相对降低了第 3号成员在商会合作网络中的重要性。第 29号节点的度中心性和接近

中心性相对较低，说明该成员仅与少数几名商会成员产生合作关系，从而形成“自我”的少

数关系，但其中间中心性数值最大，这说明与第 29号成员形成合作关系的成员都是具有

较强中心性的商会成员，并且这些“自我”的少数关系对于网络中合作流动至关重要，以此

提升了第 29号成员在商会网络中的重要性。

2.结构洞

一个结构洞是指两个行动之间的非冗余联系。衡量结构洞的指标包括有效规模（ef⁃
fective size）、效率（efficiency）、限制度（constraint）和等级度（hierarchy），其中最重要的指标

是限制度，它能够有效地测量节点拥有结构洞数量的匮乏程度，并且可以反映该节点在自

身局部网络中运用结构洞的能力。限制度通常与绩效呈反向关系，限制度越高，节点占据

的结构洞数量越少，发挥结构洞作用的能力也越低。

在UCINET软件中沿着“Network→Ego Network→Structural Holes”路径计算 J省A商会

合作网络的结构洞指数。部分结果（列举排在前 10位的商会成员节点）见表 3。
从表 3可以看出在网络中，有效规模较大的节点，其限制度指标数值也相应较小。有

效规模数值较大的节点是第 24号和第 33号节点，说明这些节点的所在网络冗余程度较

低，位于商会合作网络的核心位置，容易对其他节点的合作行为产生控制力。限制度指标

数值较小的节点即第 24号、第 33号和第 29号等节点，说明这些节点占据商会网络中大多

数结构洞。结构洞的存在可以为节点间的信息交流创造机会，为其占据者提供更多的获

利机会，使得这些商会成员更加具有合作竞争力。比较结构洞和中间中心性分析结果可

以看出，拥有较多结构洞数量的节点，其中间中心性也相应较大，符合以往研究中所提出

的可以运用中间度指标来测量结构洞的结论。

四、A商会内合作创新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 J省A商会内合作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使用QAP检验分析法，对商会成员间合

作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数据一般分为属性数据和关系数据。属性数据是指社

会行动者自身拥有的数据，例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企业的规模、效益等，国家的人

口数量、GDP等。通常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来检验变量之

间的关系，但商会数据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动者之间，由于彼此关联、相互合作依附

而产生的关系数据，故传统的最小二乘法不再适用。此时QAP检验分析法作为检验关系

数据的非参数检验分析方法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和适用性，因此可采用QAP检验分析法进

行回归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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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假设

1.商会成员间中心性的差异性对合作关系形成的影响作用

为考虑实际合作网络的异配性，即大部分企业只与小部分企业之间进行合作，将节点

中心性作为影响指标之一。网络节点的中心性是分析个体位置角色的重要指标，反映了

各节点在网络位置中的优劣情况。若节点处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则更容易获得多元异

质性交易信息及丰富的合作资源。由个体位置角色分析可知，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

指标都用于描绘某节点影响网络中其他节点之间建立合作的能力，且实验结果相对一致，

因此只选取度中心性和中间中心性指标变量来考察中心性对商会中合作关系形成的影响

作用。

度中心性反映节点的交往能力，度值越高，则该节点的交往能力越强，能够获取更多

的异质合作资源。在合作网络中度中心性可直接说明哪些成员具有较强的自身交易能

力，拥有丰富的商业资源。自身资源有限的企业更加愿意与处于核心位置的企业进行合

作交流，以此来弥补自身环境的劣势。并且，同处于核心位置的企业节点之间经济实力相

近，容易形成竞争态势，更不易形成合作，即度中心性差值越大的成员之间更易形成合作

关系。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1：成员间度中心性的差异性正向促进合作关系的形成。

中间中心性反映节点对资源的控制程度，处于该位置上的节点通常担任“中间人”角

色。在合作网络中这类节点能够将原本互不关联的群体联系在一起，影响网络中合作关

系的建立，拥有丰富的商业资源。处于边缘位置或次核心位置的节点通常会选择中介节

点来增强自身网络中的信息传播与资源流动，并且中介节点因彼此间已占据独特的合作

资源，则不易形成合作，即中间中心性差值越大的节点之间更易形成合作关系。由此，提

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2：成员间中间中心性的差异性正向促进合作关系的形成。

2.企业年龄对合作关系形成的影响作用

企业年龄指企业自注册以来至今所经历的时间，表示企业经营时间的长短。企业年

龄越大，其资本结构、产品结构和人力资源越完善，研发投入和产出绩效也就越稳定，同时

也能够形成特有的企业文化。许多国外学者已经提出企业年龄对企业发展的影响，José
García-Quevedo等[18]认为年轻企业的信息搜集和市场竞争能力都不如资历老的企业。

Rafiq等[19]研究得出成熟企业相比年轻企业而言更加注重研发投入，从而产生更多收益。

还有研究已经证明企业年龄可以为企业增值，并且企业年龄还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20]。
基于此，本文认为在企业合作中成熟企业更倾向于寻找相似企业年龄的企业进行合作，即

企业年龄差值越小的企业间更易形成合作关系。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企业年龄的差异性反向影响合作关系的形成。

3.企业性质对合作关系形成的影响作用

企业性质指企业的所有权性质，通常可以分为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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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等。由于样本对象 J省A商会旗下所有企业均属于民营企业，故将此

处的企业性质定义为该企业是否为上市企业。以往研究已经证明企业上市对合作创新的

影响，即上市企业通过简单的市场交易就可以获得丰富的合作创新资源[21]。此外，上市企

业在同行业中可运用其雄厚资本占据价格优势，提高抗风险能力产生规模效应，而且上市

企业财务状况透明化，拥有合理的财务结构和盈利水平，具有较强筹资能力。在企业合作

中，非上市企业往往都希望能与上市企业达成合作，以此来提高自身经营水平和创新能

力。但上市企业则更加信任同性质企业的经营能力，往往更愿与同等规模水平的上市企

业达成合作，或者因担心自身核心资源的外泄而拒绝与其余企业进行合作[22]。由此，提出

如下假说：

假设H4：企业性质相似性正向促进合作关系的形成。

4.企业注册地址对合作关系形成的影响作用

企业注册地址指企业向工商部门申请注册时必须填写的住所，也是企业的主要办事

机构所在地。我国法律体系中将企业注册地址和企业实体相互界定[23]。企业通常会在注

册地设厂建楼，开展各项业务经营活动并处理各类公司事务。因此，企业注册地址是衡量

企业间的地理距离的重要指标。以往研究已经提出企业的区位行为是反映区域以至全球

经济活动空间组织的关键[24]。当企业考虑完善产业链，进行规模生产，开拓销售渠道或解

决物流配送问题时，一般相同地域内，在同一城市拥有完整产业结构的企业之间更易形成

合作关系，这样能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产生规模效益。此外，出于地域观念，相同省市

的企业间经营理念相近，也更易产生合作意向。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5：企业注册地址相似性正向促进合作关系的形成。

5.企业经营方向对合作关系形成的影响作用

经营方向指企业目前可以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范围以及未来拟进入或退出，拟拓展或

限制的业务范围。一般来说，企业经营方向确定战略方针，决定经营领域，影响未来规划。

图 2 商会成员间合作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

商会内合作创新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以 J省A商会为例

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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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相似的经营范围内产品研发更加深入，配套设施更加完善，也能够提供相应

的技术支持和增值服务。在选择合作伙伴时，相似经营方向的企业之间更易形成合作关

系。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6：企业经营方向相似性正向促进合作关系的形成。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研究模型，如图 2所示。

（二）变量选择

上文分析了成员间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企业年龄、企业性质、企业注册地址和企业

经营方向对商会内合作行为的影响，所有变量均构建成表征成员节点或企业间关系的矩

阵。因变量仍为上文中所构建出的 J省A商会合作关系网络，是一个邻接矩阵。分别考察

6个研究假设自变量对 J省A商会合作网络形成的影响关系。自变量包括成员节点的度

中心性、中间中心性、企业年龄、企业性质、企业注册地址以及企业经营方向。

1.度中心性

对于 2个反映商会内成员中心性的自变量，首先利用UCINET软件分别得到这 2个中

心性指标结果，再根据研究假设分别构造出相应的自变量矩阵。上文研究假设中提出度

中心性差值越大的节点间更易形成合作关系，因此构造度中心性矩阵时，计算相邻节点间

的度差值再取绝对值。据此，生成成员的度中心性对称差值矩阵。

2.中间中心性

上文研究假设中提出中间中心性差值越大的节点间更易形成合作关系。因此，构造

中间中心性矩阵时，计算相邻节点间的中间中心性差值再取绝对值。据此，生成成员的中

间中心性对称差值矩阵。

3.企业年龄

上文研究假设中提出在企业合作中成熟企业更倾向于寻找相似企业年龄的企业进行

合作。因此，构造企业年龄矩阵时，计算相邻节点间企业年龄的差值再取绝对值。据此，

生成企业年龄对称差值矩阵。

4.企业性质

将企业节点按其性质分为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若相邻节点均是上市公司取值为

1，否则为 0。据此，生成企业性质对称邻接矩阵。

5.企业注册地址

若相邻节点的注册地址均在同一城市取值为 1，否则为 0。据此，生成企业注册地址

对称邻接矩阵。

6.企业经营方向

企业经营方向分为商务服务类、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类、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类、

金属制造类、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类、房屋建筑类、航空航天类以及医疗服务类等。若相

邻节点所属经营方向相同取值为 1，否则为 0。据此，生成企业经营方向对称邻接矩阵。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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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UCINET软件，利用QAP算法考察所有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经

过上千次随机置换处理后，QAP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4。
表 4回归结果显示了以上 6个因素对商会成员间合作关系的形成是否存在影响以及

影响程度的高低。由表可知，在商会合作关系网络中，度中心性通过了显著性概率 10%，

影响作用显著，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315，说明成员间度中心性的差异正向促进商会中

合作关系的形成，差值越大越容易形成合作关系。由此，假设H1成立。度中心性较小的

中小企业，凭借其经营方向的专一性和技术水平的专业性，更易与大企业之间形成优势互

补。J省A商会为当地民企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搭建平台，在柬埔寨、埃塞俄比亚、阿联

酋等多地建设海外园区。此外，J省A商会还经常举办国企民企交流会，让中小企业通过

这些商会组织提供的交流平台，可以快速找到商会中的核心企业并分析其所拥有的资源

类型，立足自身需求开展与核心企业的信息交流与商务往来，扩大自身与核心企业资源共

享的广度和深度，运用核心企业丰富的信息资源与优越的网络位置，最终提高自身的经济

效益与发展潜力。

中间中心性、企业年龄、企业性质和企业注册地址均通过了显著性概率 5%，影响作用

十分显著。中间中心性的回归系数为 0.136，说明成员间中间中心性的差异正向促进商会

中合作关系的形成，差值越大越容易形成合作关系。由此，假设H2成立。处于网络边缘

位置的节点，通过中间中心性指标可以快速找到合作网络中的中介节点，利用其桥梁功

能，结识更多其他节点，融入新的合作群体之中，以此来丰富自身的商业资源，再根据自身

需求选择相应企业进行合作。同处于“中间”位置的节点因其已掌握特定环境下的合作资

源，则更不易在彼此间产生合作。

企业年龄的回归系数为-0.074，说明企业年龄的差异反向影响商会中合作关系的形

成，年龄差值越大越不易形成合作关系。由此，假设H3成立。企业经营年限越长，一定程

度上其行业地位也越深厚，会拥有完善的资本结构、产品技术和配套服务，加上独特的企

业文化，能够支撑企业不断发展。而年轻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都不如资

历老的企业，并且相对轻视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此外，由于 J省地处沿海及长江流域，第

商会内合作创新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以 J省A商会为例

城市经济

表 4 QAP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截距项

度中心性

中间中心性

企业年龄

企业性质

企业注册地址

企业经营方向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0.308
0.031
0.002
-0.003
0.047
0.091
0.004

标准化回归系数

0
0.315*
0.136**
-0.074**
0.054**
0.069**
0.005

显著性概率

0.07
0.026
0.042
0.038
0.032
0.444

概率A

0.07
0.026
0.959
0.038
0.032
0.444

概率B

0.931
0.975
0.042
0.962
0.969
0.557

注：*代表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代表在 5%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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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达，人均GDP多次连续居全国第一，从而带动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该类型企

业通常成立时间较短，企业文化新潮，设计理念独特，与传统重工企业大相径庭。因此，经

营年限越长的企业更加信任同样资历悠久的企业，认同其不断发展的企业文化，相信其所

带来的企业价值，从而形成相应的商业合作。

企业性质的回归系数为 0.054，说明企业性质相似性正向促进商会中合作关系的形

成。由此，假设H4成立。J省A商会的会员数位列全国前列，同时商会内部上市企业数量

众多，其中千亿级企业多家，企业实力雄厚。这些上市企业凭借其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以及

稳健的盈利水平会赢得众多中小企业的青睐，但从自身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上市企业更

加信任其他同等规模的上市企业，合作双方均拥有透明化的财务信息、高端的技术研发水

平以及大批量生产能力，从而创造出更加丰厚的盈利，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注册地址的回归系数为 0.069，说明企业注册地址相似性正向促进商会中合作关

系的形成。由此，假设H5成立。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影响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相同注册地址的企业地处同一个城市，企业经营状况更加熟悉，企业经营理念也更为

相近，双方合作意愿也就相对更强。而且，接近的地理优势大大节约了信息搜寻成本，使

得企业更容易在商会中形成合作关系。J省A商会因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地区，具有先天

的水陆交通优势，加上后期的铁路和航空等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从而弱化了企业间的地理

距离对商会内合作创新行为的影响。

企业经营方向没有通过显著性概率，说明企业经营方向的相似性对商会中合作关系

的形成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由此，假设H6不成立。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相同行

业类型的企业之间存在排他性竞争关系，在有限的市场份额中，相同经营方向的企业之间

难以产生合作。另一方面，可能出于合作创新的缘故，企业若想开拓自身未涉及的经营领

域，只能选择不同经营方向的企业进行合作。但由于 J省A商会内部产业结构复杂，产业

类型包括钢铁、石油化工、电子信息、新能源、服装纺织和精密仪器制造业等，其制作工艺

以及生产设备具有专一性，导致商会内合作壁垒较多，不易形成合作创新关系。此外，还

可能存在其他原因如行业类型细分边界不准确、忽略了企业部分经营方向等，导致了模型

建立不准确，进而影响到该变量的作用效果。

五、结论与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企业面临着诸多的转型问题，商会以往简单的桥梁功能已

经不能满足企业会员的现实需求，应由被动服务型转变为主动服务型，向功能完善的价值

创造型社会组织升级。以往有关商会的学术研究大多从政治学或社会学角度开展，对于

商会治理的研究滞后于商会的发展需求。因此，对商会成员间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的实

证研究，可以为新时代商会的建设和治理提供借鉴。

通过对 J省A商会成员间合作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显著性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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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间度中心性和中间中心性的差异性对合作关系的形成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差异越

大，越容易形成合作关系；企业年龄的差异性对合作关系的形成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差

异越小，越容易形成合作关系；企业注册地址和企业性质的相似性对合作关系的形成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经营方向的相似性对合作关系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总结影响我国商会内合作创新行为的一般规律，面向全国商会组

织，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鼓励处于合作网络核心位置的企业在项目合作中优先

选择中小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度中心性差值越大的企业之间合作意愿越强，更易形成彼

此的优势互补。商会应充分发挥核心企业的辐射作用，通过核心企业部分业务或项目的

外包，带动相关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商会生态圈提供强有力的内生动

力。第二，重视合作网络中的中介节点，积极发挥其桥接作用。中间中心性差值越大的企

业之间合作意愿越强，并且在合作关系中，中介节点有助于将彼此分离的两个群体融合成

一个合作群体，以提升商会内部合作行为的广度和深度。第三，积极促进相同地域内企业

间的合作，利用互动成果彰显商会内部的生态效益。相同注册地的企业之间因经营方式

和经营理念相近、地理距离相近、地域内基础设施便利等优势，更易形成合作关系。商会

可通过积极举办同地域内的商业交流活动，形成更多的合作成果。第四，聚焦企业合作意

向，举办符合需求的商会活动。商会中包含了许多不同诉求的利益相关者，上市企业为降

低合作风险更愿与同等性质的企业展开合作；成熟企业与年轻企业之间的合作意愿往往

较低。不同诉求的企业之间对合作伙伴的选择也大不相同，商会应及时关注企业会员的

需求变化，利用针对不同需求的合作交流会来建立和完善成员间的价值创造和利益分享

机制，为相同诉求类型的企业之间创造出更丰富的交流机会，通过一系列互惠互利措施形

成一个共创、共赢、共享的商会组织。

此外，本文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构建企业经营方向指标时，对经营范围

的边界划分可能会影响该因素的作用效果，可以通过进一步细分经营边界来检验因素的

作用效果。其次，在构建商会合作矩阵时，并未考虑成员间的合作频率与合作规模，未来

在构建网络时可以加入合作权重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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